
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
———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陈丽君　 胡晓慧　 顾　 昕

【摘要】民众幸福感的提升，不仅源于经济流动（即相对收入的提高），还
源于社会流动（即社会地位的改善）。基于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
数据，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均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公共
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具有遮掩效应，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居
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幸福感之间、社会
流动预期与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均发挥着调节
作用。该研究不仅揭示了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还具有新
的公共政策价值，即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可从弱势群体向非弱势群体拓展，回
应社会流动高预期人群对公共服务治理（尤其是公平性）的关切，从而带来提
升民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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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幸福感是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认知与评价，是一种抽象的主观感受（Ｄｉｅ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由来已久，随着幸福感度量和分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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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改进，学界所探究的幸福感影响因素从侧重于（绝对／相对）收入、经济不
平等（贫富不均）、就业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等经济因素，拓展到人格特
征、社会人口结构、社会资本、婚姻家庭、机会均等、分配公平、公共服务、
政府政策、政治体制等社会、心理、政治因素（何立新、潘春阳，２０１１；Ｆｒｅｙ ＆
Ｓｔｕｔｚｅｒ，２００２；Ｇｒａｈａｍ，２００９；Ｏｓｈｉｏ ＆ Ｋｏｂａｙｓｈａｉ，２０１０），社会分层（社会不
平等）以及社会流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仍有一定探索空间。

已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阶层差异（刘同山、孔祥
智，２０１５；Ｋｎｉｇｈｔ ＆ Ｇｕｎａｔｉｌａｋａ，２０１０；Ｙａｎｇ，２００８），还是主观社会阶层认同
（Ｃｕｒ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Ｉａｌ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Ｚｈａｏ，２０１２），均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在研究静态社会分层之外，客观存在和主观感受的社会流动，也均对幸福感有
所影响（Ｂｅｃｋｅｒ ＆ Ｂｉｒｋｅｌｂａｃｈ，２０１８；Ｂｊｒｎｓｋｏｖ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Ｎｉｋｏｌａｅｖ ＆ Ｂｕｒｎｓ，２０１４）。但当前的研究或关注宏观层面社会流动水平的
影响，对个体的社会流动感知及预期关注不足；或关注流动人口、青年人群等
特殊群体，缺乏全景描述；或将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作为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
纳入研究，但二者对居民幸福感的具体作用机理尚不明确。

幸福感是多元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李路路、石磊，２０１７），要探究社会流
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需从多元维度入手。Ｋｒａｕｓ和Ｓｔｅｐｈｅｎｓ
（２０１２）指出，社会经济地位不仅仅是一个人实际拥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其相信
自己拥有多少。更进一步，公共服务是个体的重要资源，公共服务满意度可以
反映个体对自身拥有公共服务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感知。个人福祉与政府联系紧
密，而且在我国情境下，个体更可能将阶层流动归因于公共服务（Ｋ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以往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或仅仅关注公共支出、公共政策，或
单单聚焦于经济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并未将二者结合起来。一方面，对自身
流动有不同感知和预期的人群，其公共服务满意度或许不尽相同，且公共服务
与幸福感有所关联，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是否会经由公共服务满意度而影响其
幸福感，便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另一方面，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离不
开公平的社会环境。社会公平感是个体对自身获取资源公平性的感知。在考量
社会阶层相对位置时引入公平感（Ｋｎｉｇｈｔ，２０１４）也得到了诸多国内外实证研
究的支持（李颖晖，２０１５；马磊、刘欣，２０１０）。从更深层次看，对社会公平性
有不同感知的人群，其自身社会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变化程
度可能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微观个体层次上，公共服务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
有可能对社会流动感知、社会流动预期与居民幸福感的关联性产生某种形塑作
用。本文试图在具有宏观政策意义的微观层次上探究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
福感的作用机制，并考察公共服务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在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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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阶层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中观体现，与其收入、职业和教育等相关，
作为客观因素的社会阶层分化可能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随着市场转型过程
中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秩序的重新洗牌，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并非一成不变。
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最显著的并非绝对的经济因素，而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动
态变化（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换言之，社会阶层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动
态性，即关键不在于居民在某一时点的社会阶层，而在于其长期变化趋势，即
社会流动。

诸多研究表明，客观的社会流动和感知到的社会流动均与幸福不平等相关。
但与客观的社会流动相比，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更反映个体在决策时所参照的
信息，能涉及客观社会流动无法涵盖的细微但实质性的变化，并直接紧密地与
公共服务满意度、幸福感等因素相关联（张翼，２００５；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作为幸福感的重要来源，社会流动感知是个体对自身社会阶层变化的主观感受，
社会流动预期则是对未来社会流动的期望。

当前已有研究展开了关于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探
索。研究发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感知和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均能正向预测主观
幸福感（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Ｂｒｅｎｎａｎ ＆ Ｓｐｅｎｃｅｒ，２０１４；Ｃｌａｒｋ ＆ ＤＡｎｇｅｌｏ，
２０１３；Ｈａｄｊａｒ ＆ Ｓａｍｕｅｌ，２０１５），且感知的向上流动比预期的向上流动的影响程
度更大（Ｐｏｓｅｌ ＆ Ｃａｓａｌｅ，２０１１）。相反，向下的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会导致个体
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个体的幸福感。经历向下流动的个体不仅要
承受物质劣势，还要承受向下流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在控制经济因素后，社会
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仍然显著（Ｚｈａｏ，２０１２）。更
深层次的，社会流动不仅反映了个体在阶层上的改变，更涉及相关资源、利益
等方面的获得和损失。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向上流动会使个体受益（Ｃｈａｎ，
２０１８），资源获取机会和资源占有数量增多；而向下流动导致利益、资源等受
损，从而使个体幸福感降低。对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Ｈ１：社会流动感知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作用。
Ｈ２：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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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仅仅识别出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是不够的，需要
进一步探索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民众对经济指标的敏
感性下降，而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类公共服务尤为关注。社会流动带
来的个体资源、利益和机会的变化影响了居民幸福感水平，而公共服务作为其
中一项重要资源，可以降低攀比效应导致的幸福感损失，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
（Ｎｇ，２００８）。客观而言，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与幸福感密切相关，既有研究
已证实了政府公共支出、政府规模、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等客观标准对居民幸
福感的影响（陈刚、李树，２０１２；马亮，２０１３；亓寿伟、周少甫，２０１０；朱迪，
２０１６；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Ｏｔｔ，２０１１；Ｒａｍ，２００９；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０），但忽
略了更加稳定的主观指标，即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性主观评价。
客观度量的公共服务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增进作用，极有可能是以主观的公共
服务满意度为中介。既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关联
性，但其研究内容还有待深化和拓展。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和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８）利用世界价值
观调查（ＷＶＳ）数据，比较民众对政府治理质量的感知在不同国家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研究发现，与人均实际收入相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居
民幸福感具有更大影响，而且对穷人的影响高于对富人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
也证实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显著影响（侯志阳，２０１８；
周绍杰等，２０１５），其作用机理在于，较高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不仅可以缓解当前
因收入不公带来的幸福感削弱效应，而且能够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降低居民
的不安全感。因此，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阶层差异化现象，不同社会阶层个体

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不同（吴翠萍，２０１３）。在制度变迁或社会发展进程中，对公
共服务或政府政策不满的群体，往往是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群体（张翼，
２００５）。换言之，影响个体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往往不是客观的阶层地位，而是主
观的社会流动感知。在国际上，直接确认社会流动感知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关系
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但针对的是某些特定公共服务，而非公共服务
提供的整体绩效。一项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美国的拉美裔移民中，向
下的社会流动感知导致了个体对医疗保健服务和医疗体系的低满意度（Ｍｅｎｄｏｚ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而医疗服务和医疗体系的满意度是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构成
因素之一。就中国而言，关于社会分层和阶层认同对某些特定公共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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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刘中起、瞿栋，２０２０；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Ｇｕ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不同阶层所掌握的不同的公共服务资源导致公共服务
体验感存在差异，进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流动感知影响了
个体包括对公共服务在内的各类资源的占有水平，感知向上流动的个体，会将
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部分归因于公共服务等外在因素，且向上社会流动的
个体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有所提升，进而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因此，
社会流动感知不仅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感，还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
福感发挥积极作用。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社会流动感知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正向作用。
Ｈ５：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公共服务满意度随着公共服务期望水平和实际水平差距的扩大而下降（周

绍杰等，２０１５），个体对公共服务预期水平越高，其公共服务满意度就越低。当
前我国公共服务在各地区、各阶层的分配并不均衡，个体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
使其具有较好的公共服务期望，与自己期望的公共服务水平相比，当前的公共
服务并不足以使其满意。个体向下的社会流动预期则使其具有消极的公共服务
期望，与自己预期未来享受的公共服务相比，当前的公共服务更好，公共服务
满意度较高。因此，社会流动预期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负向影响。社会流动
预期的幸福效应小于社会流动感知，其原因可能在于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
动预期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遮掩效应。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６：社会流动预期对公共服务满意度有负向作用。
Ｈ７：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居民幸福感之间起遮掩效应。

（三）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社会公平，反映了人们追求利益关系合理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常作
为评判社会制度或行为的准则。而社会公平感则是人们基于其价值观对社会公
平与否的主观评判，是社会比较的结果（Ａｄａｍｓ，１９６５）。作为主观判断，对社
会公平性的感知可能会影响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幸福感的作用程度。诸多研
究证实，社会公平感在个体经济地位与幸福感之间发挥作用。收入与幸福感关
系的相关研究发现，从国家或区域层面来看，居民公平感知水平越高，收入不
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越小；分配公平感在收入不平等和幸福感的关系中存在着
重要的调节作用，即分配公平感越高，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小（孙计
领，２０１６）。已有研究开始探索社会公平感在社会地位与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机会不平等加强了向下的社会流动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效应
（鲁元平、张克中，２０１４）。按照同样的逻辑，在感知到更高的社会不平等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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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个体对自身经历的社会流动以及未来社会流动的积极评价对幸福感的增
进效应更强（Ｚｈａｏ，２０１２）。同样，在社会不平等的情境下，个体相对剥夺感强
烈，向下的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大。而在社会公平
感较强的情况下，向下的社会流动感知虽会导致幸福感的降低，但个体更容易
相信未来可以通过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增加幸福感（李路路等，２０１８）。
同样，在社会公平感较强的情况下，个体消极流动预期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较弱，
不会导致幸福感的大幅下降。因此，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社会流动预
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中发挥调节效应。

更深层次地，社会公平感越高，人们的控制感和确定感就更强，更倾向于
将感知到的或预期的社会流动归因于自身原因（Ｂａｌ ＆ Ｂｏｓ，２０１２）。一方面，社
会公平感会增强人们对阶层流动的内归因倾向，个体更倾向于认为已发生的社
会流动是由于自身原因，而非公共服务等外因，从而弱化了社会流动感知对公
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公平感较高的个体，认为包括公共
服务在内的各类资源在各个群体中分配相对公平（马磊、刘欣，２０１０），社会流
动不会带来较大的公共服务变化，因此，社会流动预期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负
向影响随着个体社会公平感的提高而减弱。综上所述，我们做如下假设：

Ｈ６：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Ｈ７：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居民幸福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Ｈ８：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起调节作用。
Ｈ９：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起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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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５年的调查数据来考察社会流动感
知、社会流动预期、社会公平感、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ＣＧＳＳ始于２００３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由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最新一轮调查在２０１７年实施，但
不包括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相关数据，而２０１５年的ＣＧＳＳ是同时涵盖本研究所涉
及变量的最新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２８个省级行政区１０９６８个城乡家庭，具有
较强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是目前公认的研究居民幸福感、价值观、公共服务满
意度等问题的权威性数据。本文根据所关注的变量，对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数据进行筛
选，剔除相关题项中“不知道” “不适用” “拒绝回答”和空白数据等无效数
据，得到８９１７个有效样本。样本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特征
变量 百分比（％） 幸福感均值 变量 百分比（％） 幸福感均值

受教育程度 户籍类型
　 初中及以下 ６４ ８ ３ ８４ 农业户籍 ６２ ８ ３ ８５

　 高中 １８ ４ ３ ９３ 非农户籍 ３７ ２ ３ ９５

　 大专 ７ ４ ４ ０３ 政治面貌
　 本科 ８ ４ ４ ０３ 中共党员 ５ ２ ４ ０４

　 研究生及以上 １ ０ ４ １２ 非中共党员 ９４ ８ ３ ８８

性别 宗教信仰
　 男 ５２ ０ ３ ９０ 有宗教信仰 １１ ５ ３ ９４

　 女 ４８ ０ ３ ８８ 无宗教信仰 ８８ ５ ３ ８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变量测量

１ ． 被解释变量：居民幸福感
对幸福感的测量一般将其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让受访者选择符合自己

情况的幸福程度。常用的有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等。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问卷采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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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通过询问“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给出“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五个顺序选项，
依次记为１ － ５分。
２ ． 解释变量：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问卷中将社会阶层划分为１０个等级，让受访者分别选择自己目

前、１０年前所处的和１０年后将处的社会阶层等级，分值越高，代表阶层认同就
越高。在本文分析中，我们用当前的阶层认同减去１０年前的阶层认同来度量社
会流动感知，未来１０年将处的阶层认同与当前的阶层认同的差值来度量社会流
动预期。这与已有研究的测量方法一致，可以减少个体自我评估中的系统测量
误差（Ａｄ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Ａｌｃｎｔａ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Ｃｏｊｏｃａｒｕ，２０１４；Ｏｓｔｒｏｖ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３ ． 中介变量：公共服务满意度
在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量方面，部分学者采取罗列的形式将公共服务划分

为几个方面，但这种测量容易忽略满意度与质量感知的差别。相比于质量感知，
满意度是更为综合和感性的。因此，在本研究中，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量由公
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分布的均衡程度、获取的便利程度及普惠性程度组成。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调查问卷基于上述４个维度，询问受访者“对我国目前公共服务总
体上在各个方面的满意程度如何，是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说不清满意不满
意、比较满意、还是非常满意”，选项依次记为１ － ５分。对这４个指标进行探
索性因素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法抽取出一个公共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
达到７４ ６７％，且信度分析显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为０ ８９０，表明测量公共服
务满意度的４个测题内部一致性较好，可归并为一个变量。因此，本研究通过
加总４个题项得分求平均值，作为公共服务满意度取值。
４ ． 调节变量：社会公平感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采用单问项对居民社会公平的总体感受进行测量。通过询问“总

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给出“完全不公平” “比较不公平”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比较公平”“完全公平”５个顺序选项，依
次记为１ － ５分。
５ ． 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本文将可能影响幸福感的一些内外生变量，如家庭绝对收

入、家庭相对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户籍类型、政治面
貌、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第一，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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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幸福感有所影响（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Ｄｉｅｎｅｒ，１９９３；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１９９５；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Ｋｒｕｅｇｅｒ，２００６）。家庭的收入差距是导致个体收入不平等感知的重要
来源，起着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唐平，２００６），且个体在形成自身地位认知
时，会更多地考虑家庭整体情况，尤其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本文选
择家庭绝对收入和家庭相对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第二，受教育程度、年龄、性
别、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变
量（Ｄｏｌ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第三，在中国情境下，中国共产党员身份对幸福感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鲁元平等，２０１６），且非农户籍居民比农业户籍居民的幸福
感更高（崔巍、邱丽颖，２０１９）。其中，性别、户籍类型、政治面貌、宗教信
仰、婚姻状况被操作化为二分变量，受教育程度被操作化为五分类虚拟变量，
主观家庭收入和健康状况被操作为连续变量（取值范围为１ － ５）。由于家庭绝
对收入变量偏态严重，为了更直观地比较回归系数，本文的家庭绝对收入变量
取对数纳入回归模型。

由于本研究核心变量的测量均出自主观判断题项，可能存在同源偏差问题
（周浩、龙立荣，２００４）。对此，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对核心变量进行同源偏
差检验。结果表明，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２９ ６１％ （低于４０％），故本研究
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问题。

四、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利用ＳＰＳＳ ２４软件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检验，对相
关研究假设进行初步验证，结果由表２所示。社会流动感知、社会流动预期、
公共服务满意度均与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流动感知与公共
服务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

表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样本量 １ ２ ３ ４

社会流动预期 ０ ８８２ １ ２９６ － ６ ００ ９ ００ ８９１７ — — — —
社会流动感知 ０ ７３５ １ ４０６ － ９ ００ ９ ００ ８９１７ ０ ０７８ — — —
公共服务满意度３ ０９６ ０ ８０６ １ ００ ５ ００ ８９１７ －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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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样本量 １ ２ ３ ４

社会公平感 ３ ２２０ ０ ９９６ １ ００ ５ ００ ８９１７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７６ ０ ２１６ —
居民幸福感 ３ ８９０ ０ ８０４ １ ００ ５ ００ ８９１７ ０ ０４９ ０ １４２ ０ １６３ ０ ２７２

注：、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在分析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效应前，本文运用
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简单效应
分析。表３的模型２呈现了线性回归的结果，表４呈现了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
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主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
度等１０ 个变量的前提下，社会流动感知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显著
（ｐ ＜ ０ ０１），主效应为０ ０５６，置信区间为［０ ０４６，０ ０６３］，不包含０，达到
了显著水平，假设Ｈ１成立，即社会流动感知越高，居民幸福感越高。社会流动
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显著（ｐ ＜ ０ ０１），主效应为０ ０４２，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３１，０ ０５３］，不包含０，假设Ｈ２得到验证，即社会流动预期越高的人幸福
感越高。从标准化系数来看，社会流动感知对居民幸福感的效应大于社会流动
预期的效应值。

（三）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多采用Ｂａｒｏｎ和Ｋｅｎｎｙ （１９８６）提出的逐步回归方法，
这种方法在被广泛使用的过程中也受到部分学者对其统计功效的质疑（Ｚ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是从样本中重复抽样，且不像Ｓｏｂｅｌ检验法要求检
验统计量服从正态分布（温忠麟、叶宝娟，２０１４），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中介效应。基于此，本文利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Ｈａｙｅｓ，２０１３）
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感知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社会流动预期与居民幸
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抽样次数设置为５０００次，置信区间设
定为９０％，检验结果如表３的模型３至模型６所示。由模型３和模型５可知，
社会流动感知对居民幸福感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Ｈ１
和假设Ｈ４得到验证，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
设Ｈ３得到验证。由表４可知，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感知和居民幸福感之
间的中介效应为０ ００２，９０％的置信区间为［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３］，社会流动感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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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０ ０５４，置信区间为［０ ０４５，０ ０６３］，两个置信区间
均不包含０。因此，可以判定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感知和居民幸福感之间
存在中介效应，社会流动感知能通过公共服务满意度来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假设Ｈ５得到支持。

表３　 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检验
居民幸福感 公共服务满意度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控制变量
　 年龄 ０ １１７ ０ １２９ ０ １０８ ０ １２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１１

　 性别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４０

　 家庭绝对收入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家庭相对收入 ０ ２４３ ０ ２１８ ０ ２１６ ０ ２３３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７

　 健康水平 ０ ２１４ ０ ２０９ ０ ２０９ ０ ２１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６

　 户籍类型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５

　 政治面貌 ０ ０５４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宗教信仰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婚姻状况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３

自变量
　 社会流动感知 — ０ ０９１ ０ ０９４ — ０ ０２２ —
　 社会流动预期 —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７１ — － ０ ０２３

中介变量
　 公共服务满意度 —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５ — —
Ｒ２ ０ １３８ ０ １６８ ０ １６４ ０ １５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Ｆ １４２ ８１８ １３８ １１６ １４５ ７０７ １４１ ２３３ １８ ３２７ １８ ３２７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标准化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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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３的模型４和模型６可知，社会流动预期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
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流动预期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Ｈ６成立。检验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预期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遮掩效
应可知（见表４），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遮掩效应为－ ０ ００２，９０％的置信区间为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社会流动预期到居民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０ ０４４，置信
区间为［０ ０３３，０ ０５５］，两个置信区间均不包含０，进一步证实了公共服务满
意度在社会流动感知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遮掩效应。社会流动预期的提高导
致公共服务满意度下降，影响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假设Ｈ７成立。

表４　 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遮掩效应
公共服务满意度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 ｔ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社会流动感知→
居民幸福感

主效应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６ ９ ７０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６３

直接效应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６ ９ ５１４ ０ ０４５ ０ ０６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中介效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社会流动预期→
居民幸福感

主效应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７ ６ ３６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５３

直接效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７ ６ ７２２ ０ ０３３ ０ ０５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遮掩效应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１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Ｎ ＝ ８９１７，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 ５０００，ＬＬ ＝下限，ＵＬ ＝上限，
为９０％置信区间，、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调节效应

本文参照Ｐｒｅａｃｈｅｒ等人（２００７）以及Ｈａｙｅｓ （２０１３）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分
析模型，利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程序，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检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效应，
抽样次数为５０００次，数据分析结果如表５所示。首先，社会流动感知与社会公
平感的交互项，以及社会流动预期与社会公平感的交互项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居民幸福感、社会流动预期
与居民幸福感两组关系中起到调节效应。随着社会公平感的提升，社会流动感
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其次，社会流动预期与
社会公平感的交互项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表６可知，随
着社会公平感的提升，社会流动预期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负向作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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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流动感知与社会公平感的交互项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由
此表明，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
用，而在社会流动感知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调节效应不显著，社会流动预期
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模型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Ｈ６、假设Ｈ７和假设
Ｈ９得到验证，假设Ｈ８不成立。

表５　 社会公平感的调节效应检验
居民幸福感 公共服务满意度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９０１ ０ ０７５ １ ７９５ ０ ０７６ ２ ６９３ ０ ０７７ ２ ７１２ ０ ０７７

自变量
　 社会流动感知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６ —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 —
　 社会流动预期 —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６ — —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７

中介变量
　 公共服务满意度 ０ ０９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０ — — — —
调节变量
　 社会公平感 ０ １６７ ０ ００８ ０ １７３ ０ ００８ ０ １６１ ０ ００９ ０ １６３ ０ ００９

交互项
　 社会流动感知
　 社会公平感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 —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 —

　 社会流动预期
　 社会公平感 — —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 —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年龄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性别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７

　 受教育程度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０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０

　 家庭绝对收入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家庭相对收入 ０ ２１５ ０ ０１２ ０ ２３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５ ０ ０１３

　 健康水平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８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９

　 户籍类型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０

　 政治面貌 ０ １７６ ０ ０３８ ０ １５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７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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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 公共服务满意度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ｅｆｆ ｓｅ ｃｏｅｆｆ ｓｅ

　 宗教信仰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６

　 婚姻状况 ０ １２０ ０ ３００ ０ １２７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２

Ｒ２ ０ ２０４ —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０ — ０ ２０２ —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６　 社会公平感的调节效应
社会公平感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社会流动感知）

ｅｆｆ １ （Ｍ － １ＳＤ）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ｅｆｆ ２ （Ｍ）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ｅｆｆ ３ （Ｍ ＋ １ＳＤ）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社会流动预期）

ｅｆｆ １ （Ｍ － １ＳＤ）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ｅｆｆ ２ （Ｍ）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ｅｆｆ ３ （Ｍ ＋ １ＳＤ）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稳健性与异质性检验

本文通过转换因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幸福感测量方式由五点量
表换为“幸福”“一般” “不幸福”的三点量表，然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关键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显著性并无明显变化，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一致，
进一步说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前文考察了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公共
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
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按
照年龄和城乡分组进行分样本回归。

结果表明，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年龄
群体、城乡居民之间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向上
的社会流动感知带来的幸福感呈逐渐上升趋势。但达到一定年龄以后，社会流
动感知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减弱，当个体处于７０岁以上时，社会流动感知对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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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的影响将不再显著。尽管个体在６０岁以后面临收入减少、死亡率增加等问
题，但个体享受的公共服务有所增多，情感智慧不断积累，积极情绪体验适度
增长，导致社会流动感知对幸福感影响逐渐减弱。社会流动预期呈现相似的结
果，当个体处于５０ － ６０岁时，社会流动预期带来的幸福感最强烈。在５０岁之
前，个体通过自己努力获取阶层上升的空间较大，乐观的社会流动预期对幸福
感的影响较弱。但５０ － ６０岁之间，个体的阶层上升空间逐渐变小，达到未来预
期的可能性降低，社会流动预期带来的幸福感更加强烈。

另一方面，城市户籍居民的幸福感比农村户籍居民更易受到社会流动感知
的影响，更不易受到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究其原因，社会流动感知对公共服
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乡差异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削弱效应，
且农村居民向上流动往往伴随城乡迁移。既有研究表明，城乡迁移在提高移民
收入的同时却带来了幸福感的损失，导致农村居民社会流动感知对居民幸福感
的影响较弱。在城乡差距扩大的背景下，农村居民阶层定位增长缓慢，而城市
居民社会阶层尽管波动性较大，但增长幅度较大（王敏、王峰，２０１９），因此农
村居民向上流动的预期对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更强烈。

综上所述，本文验证了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
影响，其中，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感知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而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遮掩效应。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预
期与居民幸福感、社会流动感知与居民幸福感、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
度之间发挥调节效应。具体作用机制如图２所示。

图２　 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注：所有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和分别表示相关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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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与展望

（一）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在对相关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大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探索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具体
作用机制，验证了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这一
研究的如下三大发现，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还有政策意涵。

第一，本研究发现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且社会流动感知的幸福感增进效应大于社会流动预期。这与已有研
究的结论一致，即居民幸福感更多受已取得（或认为已取得）社会流动的影响，
相对于憧憬未来，个体更看重的是当前状况的实际变化（Ｐｏｓｅｌ ＆ Ｃａｓａｌｅ，
２０１１）。这一发现不仅考察了民众对既往社会流动的认知，也考察了对未来社会
流动的展望，再一次确证并丰富了既有幸福感研究文献中关于向上流动前景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ｐｗａｒ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ＰＯＵＭ）对幸福感有增进效应的研究内容。就学术
意义而言，幸福感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也揭示了大量控制变量
对居民幸福感有影响，尤其是对个体相对收入影响更大。但本研究的贡献在于
关注了以往被忽视的变量———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效
应，尤其是社会流动对幸福感增进效应的确证，实际上是将相对收入论拓展为
社会流动论，表明民众幸福感的提升不仅局限于相对收入提高这一经济渠道，
更植根于社会地位提升的广袤空间。就政策意义而言，这一发现意味着，对于
不同的社会群体来说，提升社会流动水平和拓展社会流动空间的多元社会政策，
对于增进民众的幸福感来说，要比单纯的经济主义取向更为重要。

第二，本项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于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
的幸福感增进效应具有某种独特的中介作用。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幸福感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社会流动感知的幸福感增进效应与公共服务满意度有关，这表
明人们把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归因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因而由于地位
改善而生发的幸福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有关。社会流动预期对公共服务满意度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流动预期和幸福感之间产生了遮
掩效应，即向上社会流动前景的乐观主义预期导致了个体对当前公共服务提供
数量和质量的消极评价，影响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在学术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不仅揭示了社会流动与幸福感正相关
关系形成的特定机制，而且还揭示了社会流动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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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次，多元心理机制的存在致使高社会流动的体认者和预期者对诸如公
共服务这样的外部因素作用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评价，而这一认知和评价的影响
因素迄今在学术上尚未得到系统性的考察。这一学术发现具有某种以往未加关
注的政策价值，即增进民众幸福感的政府行动或社会政策，其目标定位不应局
限在或停留于弱势人群，而应该开辟一个新的政策板块，面向精英阶层成员或
潜在成员，通过推进治理变革提升其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而提升其幸福感。对
向上社会流动前景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人，一般而言，不仅是向上社会流动的体
验者，而且是对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和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具有较高期许的人。
他们往往会对公共服务中的不尽人意之处具有犀利的认知，也往往会对公共服
务的改善提供建设性建议。他们对公共服务的关切，有可能并不局限于公共服
务的经济效应，如提供基本收入的保障，而是着眼于公共服务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甚至着眼于内涵更加广泛且深远的政府职能转型（Ｂｏｋ，２０１０；
Ｈａｌｐｅｒｎ，２００９）。如果以增进民众幸福感为取向的社会政策，在注重为低收入人
群提供民生保障的同时，设立新的板块，关注并回应精英或准精英人群对公共
服务治理变革的关切，尤其是对公共服务公平性的关切，将社会流动预期与公
共服务满意度的负相关关系转变为正相关关系，那么公共服务满意度既有的遮
掩效应将转变为增进性中介效应，使公共服务在增进民众幸福感上发挥更大的
作用。

第三，本项研究不仅确证了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
社会流动预期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而且发现社会公平感对于公共服
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也具有调节作用。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表明，随着社会
公平感的提升，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作用减弱。
而随着社会公平感的提升，社会流动预期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负向作用增强。
首先，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来说，一方面，当社会公平感水平较低时，社会流
动预期的下降虽然会导致个体对当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但由于在社会不
公平的情境下，个体认为随着向下的社会流动，自身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下
降程度加大，会对公共服务资源获取的公平性产生负面评价，一定程度上抵消
了向下的社会流动预期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积极效应。反之，由于个体预期向
上的社会流动会带来公共服务水平较大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对当
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处于较高社会公平感水平时，个
体更可能认为自身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并不会因为自身阶层的向下流动而恶化，
且较高的社会公平感弱化了向下流动预期带来的“剥夺感”，由此更坚定了个体
对当前公共服务的认同，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效应更强。个体向上流动预
期越高，对公共服务水平要求就越高，但阶层的向上流动并不会带来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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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显著改善，因此，公共服务预期提升空间较小导致个体对公共服务满意
度的态度更为消极。因此，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预期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
起负向调节作用。而社会公平感在社会流动感知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调节
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影响社会流动感知和公共服务满
意度的是流动过程中的社会公平感，而非当期的社会公平感。其次，对于居民
幸福感来说，在社会公平感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幸福感更易受到社会流动感知
和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个体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掌握的资源差距较大，提升
社会阶层的难度较大，向上的社会流动感知和预期带来的满足感更强烈，可显
著提升居民幸福感。由于在社会公平感较低的情况下，个体向下的社会流动感
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强烈，对居民幸福感的削弱效应更强。反
之，在社会公平感较强的情况下，向下社会流动感知和社会流动预期带来的相
对剥夺感较弱，对幸福感的负面效应较小。

这一发现在学术上丰富了有关社会公平感、公共服务满意度和幸福感的相
关实证研究。在政策意义上，由于社会公平感往往与社会公平的客观现实相关
联，这一发现意味着，以推进社会公平为取向的公共政策，可以通过多种机制
（或途径）增进民众的幸福感，包括增进广大民众对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的获得
感、着重回应精英人士或准精英人士对公共服务改善的关切、为广大民众拓宽
向上社会流动的空间等。

社会公平感对于社会流动感知与幸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和对公共服务满
意度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意味着具有较强社会公平感的个体更加关注全社会
福祉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不会因为自身阶层上升而产生更高的公共服务满
意度体认和幸福感增进。因此，基于社会公平视角而言，未来的施政重心不仅
仅在于公共服务的提质增效，而在于向全社会提供普惠和公平的公共服务，通
过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来改善向下社会流动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才是提升全
民幸福感的要义，这一点不仅对于社会阶层较低的个体，而且对于具有向上流
动趋势且具有较强社会公平感的个体，同样重要。

（二）对未来学术探究的展望

限于本文篇幅以及数据库本身的结构特征，本项研究留下了一些缺环，而
上述诸项发现有可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指引，从而就社会分层与幸福感
的关系形成完整的学术链条。其一，就对幸福感的影响而言，需要对社会分层
（主观与客观）和社会流动（主观与客观）的作用给出系统性的研究和总结，
并对其中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其二，对于主观社会流动与公共服务满意度
的关系，尤其是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挖掘，而促进社会流动与提升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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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如何相向而行，这本身既是重要的学术论题，也是重要的政策议题。其
三，对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受限于原数据库采用单维聚
合性分析，未来有必要进一步采用多维思路，分别考察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四个
方面（即资源充足度、分布均衡度、获取便利度和获益普惠度）各自产生的作
用，从而透视公共服务治理的哪些维度深刻影响了民众满意度。其四，对于公
共服务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关系，本身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究的议题，包括社会
分层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其五，对于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目前的分析较为
笼统，而未来的问卷调查和分析，有必要深入考察社会公平感的不同维度（如
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而关于社会公平感对社会流动预期
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主观社会流动与幸福感之间的负向调节作用机理，以
及社会公平感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中介作用的负向调节机理，都有待于进行更深
入的探究，这将有助于丰富幸福感提升的路径。其六，以增进民众幸福感为导
向的社会政策，无论是其学术还是实践，均有待系统化。幸福经济学革命向幸
福社会学革命的学术迈进，并在社会政策实践中落地，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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